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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华《文城》的文本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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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余华利用榫卯结构确立了《文城》“正篇”与“补篇”的关系，经由织补叙述填充了底本中扣留的

信息，还原了故事的真相。这一架构不仅是为叙述故事服务，还建构了两套意义标准。分别站在林祥 福 与 纪

小美的立场上审视全局，两套意义标准 既 有 其 合 理 性 又 相 互 冲 突，两 者 悖 论 性 共 存 又 无 法 相 互 取 消，正 是 在

意义冲突、双义并存的解释漩涡中，《文城》揭示了清末民初民间百姓永远无法挣脱的命运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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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文城》首次出版于２０２１年，距离其上一部长篇小说《第七天》已有八年之久。全书分为两个

部分，“正篇”叙述林祥福寻妻前后的人生突变，“补篇”交代纪小美与林祥福结婚前后的波折经历。故事

的背景设置在清末民初的乱世，小人物的生死命运展现了民间生存的残酷与温情。作为余华最新长篇

小说，《文城》的出版引人注目，但相关研究却还在起步阶段。当前涉及该作品主题的剖析往往锚定在内

容层，由此忽略了《文城》叙述形式与作者意图之间的深刻关联。本文所要做的，恰是从文本总体叙述结

构中揭示作者的深层意图。

从现有研究来看，将余华的《文城》视作爱情故事或民间传奇，显然是将该文本意义浅化了。事实

上，《文城》依旧贯穿着余华有关个体存在命运的思考，始终暗含着余华对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反思。值得

注意的是，对于这些思想的揭示，始终需要回到小说的总体结构与叙述策略中，也正是通过这些形式分

析，余华及其作品的真实意图才能显露。
《文城》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存在。在文本内部，“文城”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因而，“文城”本就

是一个虚空，林祥福寻找“文城”的意义并不在于真的找到实在的“文城”，而在于找到与这个地方相关的

人，以及与人相关的记忆。这种“寻找”母题并不新鲜，但《文城》从文本形式与思想内核都试图在“寻找”

母题之外，重回民间立场，揭示导致民众苦难的悲剧内核。

一、榫卯结构与织补叙述

《文城》中的人物身份设定与小说结构铺展是契合的。林祥福的木工技艺了得，不用钉子就能在一

天内用榫卯结构做好一口棺材。同时，纪小美心灵手巧，可织补如新。作者有意将两位主人公的身份设

定为收拾旧物的手艺人，看似随意，实则暗合对小说结构与叙述策略的设计。
《文城》的“正篇”扣留了太多的信息，以至于暴露太多“洞口”有待填补。由于作者的叙述策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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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底本片段化呈现，读者只能在“正篇”看到小美的两次离开而不解缘由。小美为何携款逃离？为何离

去复返？为何再次不辞而别？林祥福为何始终寻而不得？“正篇”将底本戳开若干“洞口”，给人残缺之

感。读者始终在等待谜团的解开，但作者却无意于在“正篇”解释真相，刻意设计“补篇”来织补“洞口”，

还原故事全貌。

如将《文城》视为一个寻妻的故事，显然是将整个文本的意图意义表面化了。在寻妻的行为动因背

后，更为深层的动因是寻求真相。这是对空缺意义的填补需求，林祥福想要弄清楚小美两次离开的原

因，由此他也陷入了寻而不得的困境。“林祥福经过很多的吊桥、浮桥、梁桥和石拱桥，沿着运河向南而

行，他与冬天一起渡过了长江，此后他的行程不再是一路向南的直线，而是徘徊不前的横线，他在江南水

乡的城镇之间穿梭，穿梭了二十多个城镇，也穿梭了冬天和春天。”［１］５２－５３时间与空间在寻找的过程中都

变得苍白，一切的寻找都化为徒劳。

从叙事策略而言，林祥福的寻妻过程已经预示了终点，因此，寻找的过程注定无意义。小说开篇就

交代，“溪镇通往沈店的陆路上和水路上，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叫林祥福的人，他们都说他是一个大富

户。可是有关他的身世来历，却没有人知道”［１］３。既然早就交代了人物的落脚点，寻找本身只是一个架

空的过程，小说最后的意义指向是“等待”，而非“寻找”。在文本内部，林祥福等待小美重回溪镇以填补

生命的缺憾；在文本外部，读者等待被作者扣留的底本信息以填补遗失的真相。读者与人物一样始终在

等待小美的出现，而身处文本内部的人物最终等待无果而死去。
《文城》分为“正篇”与“补篇”，两者的存在构成了榫卯结构，小说的总体架构有意识地遵照榫卯结构

来布置，两者互补才能构筑总体。“正篇”缺少的信息由“补篇”来填充，也正是基于“补篇”的加入，“正

篇”中搁置的叙述空隙被衔接起来从而显得合理。无怪乎作者将林祥福设定为“木工手艺了不得”［１］１９，

而林祥福不用一根钉子在一天内做出一副棺材正是依托于榫卯结构的机巧。作者在文中多次提及“棺

材”一事，从田东贵的棺材，到林祥福的棺材，再到“补篇”中纪小美的棺材，棺材既与死亡直接相关，同时

作者在安排每个人物的棺材（死亡）时，也正是在利用叙述上的织补交代清楚人物如何走向生命的尽头。
“正篇·九”不厌其烦地叙述了林祥福的学艺过程，将木工行当中的分工与讲究叙述得颇为细致。

此处，借陈箱柜之口言明：“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光要做衣橱箱匣桌椅板凳，还要学会特别的本领，就是能

收拾旧物。”［１］３０此处的铺垫，实现了文本内多处情节铺垫的意图：一者，收拾旧物成为林祥福安身立命、

置业安家的本领，由此他可以立足溪镇，这呼应了小说开头大富户的身份安排；二者，借助这项本领，林

祥福在溪镇可以探寻小美的可能居所，给予了寻找路径的合理性；三者，失去小美的林祥福本就不再完

整，寻找另一半，让生活重回过去美好成为他的人生诉求，收拾旧物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存在状态。

木工、榫卯、收拾旧物，这些字眼看上去还只是情节上的巧合，但共时性地看，总体结构上的“正篇”

与“补篇”明确地在建构两个模块，两者的存在可以实现榫卯的契合。同时，历时性地看，沿着叙述流，
“正篇”暴露出来的诸多“洞口”都随着“补篇”的展开得到一一修补。这种织补叙述修复了原有的底本缺

漏，还原了故事的总体与真相。

榫卯结构与织补叙述是技巧上的有意为之，正补的契合与叙述的填补都是为了服从讲故事的目的，

这样的叙述策略实际上是为了建构两套不同的道德标准。“正篇”与“补篇”不仅相互依赖以成整体，而

且相互冲突形成道德伦理上的冲突。孰是孰非不再基于一个人的视角，道义真相有待不同价值标准的

冲突解释。因此，榫卯结构与织补叙述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操作，更透露出余华小说创作的深层意图，且

这种意图支撑了《文城》的主题指向，即不同道德观的矛盾冲突并不阻碍其合理共存，这就是民间生态的

复杂本质。
“正篇”部分聚焦林祥福的人生轨迹，读者看到的是小美的欺骗、携款潜逃、再次欺骗、丢弃女儿，林

祥福成为彻底的受害者，而他的坚持寻找、吃苦耐劳、英勇赴义都显得道德完备，即使是寻找私窝，也通

过其性功能的丧失抹去他私欲的道德亏欠。“正篇”中的林祥福在道德上没有缺失，而生理上的性能力

缺失与生活中失去小美是同步的，正是因为小美的离开，家庭结构不再完整，林祥福将自己的一生投注

到寻找与等待中，这些行为都是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在起作用。
“补篇”部分重叙了另一套道德标准，这套标准从小美的立场出发，自有其合理性。小美的童养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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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使她一直处于缺爱状态，“眼睛里已经没有金子般的颜色”［１］２５０喻示了小美自身的不完整性。在小美

的道德伦理中，谁对她有爱，她就爱谁。阿强的离家出走填补了小美对爱的缺失，因此，两人共同远走他

乡就是对过去压抑生活的逃离。追寻美好生活的主体亦有可能摧毁他人的美好生活，这就是《文城》在

书写的辩证观。小美虽已与阿强成亲，但与阿强分离后，她与林祥福相依相伴，“当林祥福去田里查看庄

稼回来，站在她面前时，她的思绪就会从阿强那里跳跃出来，来到林祥福这里。……在担忧阿强的时候，

也在等待林祥福从田里回来”［１］２９６。如此种种，感情的变化表面上是爱情不忠，但结合小美作为童养媳

的身份，以及被家人抛弃的命运，接受林祥福的爱和接受阿强的好是一样的。这两个人都是为了她，也

正是为了她，她才愿意以身相许，这是身体作为商品的童年经历所造就的。小美离开林祥福，回到阿强

身边，也是在维系她自己的家庭伦理道德。

在“补篇”中，小美内在的道德价值依旧是向善的，“林祥福把一切给予了她，她却偷走林祥福的金

条，又带走了林祥福的孩子，她心里充满不安和负罪之感”［１］３０２。基于道德亏欠，小美做出把孩子送回去

的决定，她甚至不畏死亡，自言：“即使杀我，他也会等到孩子生下来。”［１］３０３人物的悲剧性在背叛的痛苦

中呈现，童养媳的痛苦经历、远走他方的被迫逃离、丢弃女儿的无尽思念，使得小美本身也是值得同情的

弱者。
“正篇”与“补篇”填补清楚因果关系，双方都在为最初的家庭负责，也都在为别人而活。两个主要人

物在各自的篇章中秉持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在榫卯契合中将各自的命运交叠在一起，最终只能以死亡为

结局断开两者之间的羁绊。如果说“世事难料是《活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２］，那么《文城》传达的一

个主题就是因果轮回。《活着》将个人抛掷在时代动荡的历史变局中，展现个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悲剧

困境；《文城》试图在不可逆转的时间流中，交叉两段人生，展现双方如何成为导致彼此悲剧的根源，这是

一种相互羁绊的宿命式悲剧。历史、命运、他者在不同层面导致了个体悲剧，而渺小的个体永远无法挣

脱出来，这就是余华小说的悲剧内核所在。

总结来看，余华小说始终贯穿着一种命运般的悲剧，当然，个体的无力感只是最浅的层面，人与人之

间互为悲剧才是民间生态的深层架构。即使个体一心向善，也无碍于个体与个体之间构成恶的戕害。

不同的价值观与道德感混杂在一起，使得民间迸发出极强烈的生命摩擦。

二、陷入解释漩涡中的生命真相

林祥福与纪小美互相羁绊的一生促成了彼此的悲剧。在祈求苍天时，小美为了弥补自己的负罪感

祈求得到林祥福的宽恕，最终冻死在城隍阁前的雪地上。而若非为了寻找小美，林祥福也不会放弃家业

远走他乡，最终客死异乡。两人都是因为对方的出现脱离了“本该如此”的人生轨迹。这种因为生命交

叠酿出的命运悲剧在本质上是两套不同伦理道德标准的元语言冲突造成的。
“正篇”聚焦林祥福的人生轨迹，在以他为主体的生命故事中，小美是必须寻得的人生伴侣，带女寻

妻，追求幸福生活就是一套自洽的道德伦理标准。“补篇”聚焦纪小美的人生轨迹，在以她为主体的生命

故事中，沈祖强（阿强）是她的丈夫，林祥福是生命中的过客，栖身林家怀有一女，是在阿强不知生死情况

下的自然选择，她顺应了自己的情感，也真的可能爱上了善良的林祥福。两种不同的元语言集合冲突造

成了解释漩涡，“两套元语言互不退让，同时起作用，两种意义同样有效，永远无法确定。两种解释悖论

性地共存，并不相互取消”［３］。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上，他们都是善良且可怜的人，我们无法通过否定一

方来肯定另一方，两套道德标准自有其合理性，也正是通过对两者的对照，读者可以看到生命的本真状

态就是互为他者。

许子东评价《活着》的情节规律是“只有厄运，没有恶性；只有美德，没有英雄”［２］１５３。在《文城》这部

小说中得做个调整：没有厄运，因为命运的好坏都是相对的；没有美德，因为各自道德在元语言解释下都

消解了美好。在情节上，《文城》也刻意塑造了一大批恶贯满盈的土匪，也渲染了奋力守城的英雄色彩。

如果要总结《文城》的内容，那便是没有厄运，没有美德；时有恶性，时有英雄。由此可见，《文城》似乎填

补了《活着》没有触及的道德命题与情节可能，成为其作品可能性的一种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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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小说本身，在同一个文本层次，林祥福为爱寻找，小美为爱逃离，两者之间的交叉注定走向悲

剧。如果认为余华只是书写一场爱情悲剧，显然低估了《文城》本身所建构的文本意图。林祥福做木工

收拾旧物，小美从事织补工作修补残缺，作者有意将两人暗合。林祥福五岁丧父，十九岁丧母，始终在寻

找情感的依托，而小美的出现就是这一填补。小美的童养媳身份让她与父母的情感切断，父母成为一种

虚空的存在，缺爱同样是小美的生命状态。

命运的悲剧在于两个合适的人在不合适的时间相遇，这是《文城》对命运悲剧的一种演绎。小说特

意加入了一段相亲的情节，林祥福与刘凤美如果结合，他的命运将被改写。但现实是，“当女方的父亲问

他是不是留下来吃饭时，他显然是想留下来，可是媒婆的眼色改变了他的想法”［１］１０。事后，媒婆以怀疑

刘凤美可能聋哑为由，扼杀了一种人生轨迹的可能性。

小美第一次离开后，小说插入了媒婆重来的情节———媒婆交代了刘凤美嫁到城里开聚合钱庄孙家

的出嫁场面，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刘凤美嫁妆的丰厚，并发出一声声感叹：“媒婆说到这里哎的一声，说当

初试探时，刘家的小姐只要答应一声，如今小姐便是林祥福的人了。”［１］３５如果错失一种美好未来的可能

性是一场悲剧，那作者显然不想止步于此。“林祥福想起那段彩缎，正是他把彩缎拿出来放在刘家厅堂

的桌上，才没有了这段姻缘，才有了后来小美的来去匆匆。这天晚上，那段彩缎在林祥福脑子里时远时

近，挥之不去，最后他觉得这都是缘分，都是命。”［１］３５刘凤美也好，纪小美也罢，小美成了一种可能性的

代名词，无论谁出现，其实都是命定的安排，这种对命运本身的无力感贯穿在《文城》的总体基调中。

事实上，余华在其小说中始终贯穿着对“缘分”与“命”的思考，而这恰恰是极具中国传统思想的命

题。诚如王德峰所言：“缘 分 这 一 汉 语 的 词 语，把 一 对 对 立 的 范 畴———偶 然 性 与 必 然 性———统 一 在 一

起。”［４］换言之，人物之间的相遇是一种偶然性（有可能），但人物之间相遇并结合又是一种必然性（真发

生），这恰是余华对于“命”的解释：个体无法左右“缘分”，但始终又被“缘分”所左右。人的“活着”始终与

“命”羁绊在一起，这一观念也支撑了余华所有的民间叙事。

作者似乎有意在人名上做文章，刘凤美、纪小美、李美莲，三位女性人物的名字中都有一个“美”字。

由此，“小美”成了一种空泛所指，它可以指向任何一位女性，“小美”与“阿强”这种随意的称呼指向了所

有人，即我们可以成为其他人眼中的“小美”与“阿强”，这就是存在本身的状态。
《文城》中的人物本就具有象征意义，在小说文本中，“文城”是假的，“小美”与“阿强”也是假的，溪镇

是真的，纪小美与沈祖强也是真的。“对余华作品来说，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各种意义构筑体系之间的

可能的替换和对抗。……余华的对抗双方是以虚实来划分的：虚的总比实的真理性更强。”［５］这一判断

在《文城》中继续得到验证，“正篇”与“补篇”叙述了两条生命轨迹，也建构了两种不同的意义标准，虚假

的东西反而比真实的东西更有意义，因为虚假背后是真实，真实背后却是虚假。真与假、虚与实之间虽

有冲突，但人物命运的交叠使得彼此都被翻转了。

林祥福为了不存在的文城而活，为了寻找隐匿真实姓名的小美而苦苦等待。小美陷入现世的痛苦

中祈求不存在的来世解脱，最终冻死在雪地中，虚最终压倒了实。林祥福在错失刘凤美后本已认命，即

“这都是缘分，都是命”［１］３５。但遇到小美之后，他不再认命，语气坚决地对小美说：“如果你再次不辞而

别，我一定会去找你。我会抱着孩子去找你，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你。”［１］４４这显然已经是对命

运的抗争，积极主动地追求自己认定的人生意义。

反观纪小美，她从为自己的幸福活着到为他人的幸福活着。作者刻意叙述了小美童年的转变，小美

的“幸福不是因为自己成为新娘子，是因为第一次穿上崭新的花衣裳”［１］２４２。而在婆婆的训导下，“曾经

令她朝思暮想的花衣裳已经埋葬在这个坟墓里了”［１］２５０，经历寄人篱下的六年，“她在沈家已经习惯任人

摆布”［１］２５５，最终流连上海，小美“不惜以卖身来养活阿强”［１］２８８。小美的主体性在不断丧失，她不是为自

己而活，是为了他人而活，她活在用身体“哺育”阿强的观念中，也活在用来世补偿林祥福的亏欠中。小

美是一个悲剧式人物，她做了很多错事，但最终却都不是为自己而活。

两套价值观念注定冲突，冲突的结果必然是悲剧。林祥福为了寻找与等待小美可以背井离乡，他追

求现世的家庭圆满。纪小美的逃离与躲避是因为她的身体只能为一个人而活，城隍阁的雪地中，她在心

里对林祥福说：“来世我再为你生个女儿，来世我还要为你生五个儿子……来世我若是不配做你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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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为你做牛做马，你若是种地，我做牛为你犁田；你若是做车夫，我做马拉车，你扬鞭抽我。”［１］３３９她将

生命卑微到尘埃里，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和筹码填补她的亏欠与痛苦。现实的需要与来世的回报在

同一个文本中形成冲突，他们站在各自的道德立场上，在心中都背负彼此，负重而活。

林祥福与纪小美的人生悲剧具有象征意义，他们在各自的生命中都有缺憾，他们无法互相填补缺

憾，又因为缺憾而注定悲剧。文本之外的读者能透视两套不同的意义标准，这些标准在自己的篇章中自

洽，但事实上却彼此相悖。元语言冲突所造成的解释漩涡就是生命的本质状态：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安

身立命的意义体系，存在即合理，但存在本身又是以他者为参照的，这就注定了不同意义体系之间是对

抗的。小说叙述了虚构人物寻找虚构地方的故事，实际上传达的是生命与命运的真实状态。如此，“虚”

再次证实自身比“实”更有价值和意义。

三、“活着”的意义归宿

从结构上看，《文城》的榫卯结构与织补叙述让“正篇”与“补篇”相辅相成，也正因如此，作为同一文

本的不同构成部分，“正篇”与“补篇”通过两条人生轨迹构建了两种不同的意义体系。林祥福的寻找与

等待，纪小美的离开与躲避，各有其意义诉求，一方意义诉求的达成必然造成对方意义的失落。同时，两
者在各自的意义世界中都走向悲剧，同情与怜悯任何一方，又不得不以牺牲另一方的意义诉求为代价。

由此，文本从情节结构与叙述内容上使得两套意义体系相冲突，从而形成了解释漩涡，双义并存，读者最

终明白两者共存的现实却又无法和谐兼容彼此。

对于《文城》的评价，不论褒贬，都将其视为爱情小说。不可否认，林祥福与纪小美之间存在过短暂

的朦胧爱情，认可其艺术价值者指认：《文城》“将人物的命运捆绑在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之中，其本身就

把浪漫主义自然而然有机地融入作品之中”［６］。批判其平庸者则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文城》就是一个

爱情故事，但是为了赋予这个故事一种传奇性，就需要在叙事的框架内增添很多故事性，所谓乱世才能

出传奇。”［７］有意思的是，不论是赞扬者还是批判者都关注《文城》的爱情故事和传奇性。但是，从形式上

的榫卯结构与意义上的解释漩涡来看，爱情与传奇都是次要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象征性的，真正重要的

是形式结构建构的文本意图。

狭隘地将《文城》视为爱情故事，只能将《文城》的意义浅化。《文城》所要实现的象征是一种人生悲

剧必然性，民间个体难以挣脱命运的戏弄，活着与死亡都是一种偶然，也蕴藏着一种必然。陈思和指认

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立场，是“知识分子把自身隐蔽到民众中间，用‘讲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

知世界的态度，来表现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真相的认识”［８］。事实上，《文城》并没有突出男女主人公

之间的爱情真谛，林祥福对小美的需要最开始就是肉体上的。在父母墓前，林祥福诉说了两人结合的缘

由：“爹、娘，我把小美带来了，你们瞧一瞧，我要娶她为妻，你们答应吧。小美是苦命的人，她的爹娘都死

了，只有一个哥哥，哥哥去了京城，很久了还没有回来接她，她是我的女人了，我要娶她为妻，你们答应

吧。娘，小美像你一样会织布，她织出来的布和你织出来的一样结实……”［１］２１－２２林祥福诉说的结合理由

都是功能性的。再者，在小美怀孕期间，庚帖敬放灶台的仪式是为了检测两人是否有缘：“这一个月内若

是家中一切平安，万事顺心，不出任何事故，就是我们八字相合，命运相配。这期间家中哪怕是摔破一只

碗，也要算我们八字相克，我们的缘分也就是走到尽头了。”［１］４２如此看来，女性在家庭中的功能实现，以

及缘分命运的陈腐观点，早就解构了所谓的爱情真谛。林祥福的寻妻之路既是对女儿缺少母亲的家庭

结构的需要，也是对命运安排的苦守。

正如林祥福在得知刘凤美嫁人后的感慨：“这都是缘分，都是命。”［１］３５“命运”这个关键词在文中频

繁出现，这些民间人物都被他们所指认的命运所牵弄，也笃信命运安排的必然性。匪祸军患的描写已经

脱离了所谓的寻妻的凄美故事范畴，占据文本篇幅比重较大的土匪暴力、血腥残杀、受辱压迫又有何意

义呢？小说简略地交代了背景：“清王朝坍塌之后，战乱不止，匪祸泛滥。”［１］８４由此，小说展开了各种荒

诞的暴力行为，批评者找到了攻击的依据：“《文城》这本小说叙事上最大的弱点，因为采取了传奇故事的

框架，加上动乱时代的背景，好像往这个框架里塞进一些人物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些小说人物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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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心理不明朗，行为也会觉得不可信，自然每个人物都是扁平的，我们没有感觉到人性的复杂之

处。这就是余华的一大败笔。”［７］当然，与写实主义的史诗架构不同，《文城》并不要做《白鹿原》那般，每

个人物在遭遇苦难时都有个性鲜明的选择与判断。
《文城》中的人物遭遇时代动荡与暴力苦难时近乎都是失声状态，小人物一一死去：林祥福被一刀刺

死，纪小美冻死雪地，田大也客死途中，陈永良远遁江湖，死里逃生的顾益民也只是留守原地再无作为。
“余华的目的就是要在小说中把这些欺骗蒙障之物统统揭除，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正视苦难。这才是余

华小说的残酷性所在。”［９］《文城》中的人物并没有诉说各自的苦难，但他们的人生都是被动的，主角的死

亡并不具有英雄色彩，林祥福的主动赴死并没有换来顾益民的得救，纪小美的祈求冻死也没有换来林祥

福的幸福。主角的死亡都让人感到意外，没有英雄色彩的渲染，没有伪饰的情节波澜，留下的只是民间

的真实。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命早就不在自己手中，人就如提线木偶一般被命运左右，这就是民间最普

遍且平常的苦难。

结　　语

余华曾被问及：“假如可能的话，在你阅读过的文学作品中，你愿意成为哪一部作品的作者？”他自己

的回答是“我愿意成为《圣经》的作者”［１０］１３。在这次访谈中，余华谈到了古老艺术所具有的伟大的单纯

的力量，他以自己阅读的一则《圣经》故事为例展开：“我读《圣经》时读到这样一个故事，深受震撼。它里

面讲到一个人，有非常多的财产，有一天这个人突发奇想，带着全家人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把自己的全

部家产托付给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仆人。他在外面生活了二十年后，他老了，想回家了，就派一个仆人回

去，告诉原先那个管理他家产的仆人，说主人要回来了……”［１０］７

《文城》显然借用了这一框架，填充新的内容并改写了结局。林祥福将全部家产托付给了田大，远赴

南方是为寻找不辞而别的“妻子”，最后预感到自己的死亡，写信让田大带他回家。在这则故事中，迎接

主人的田大死在半路上，田氏兄弟遵守了诺言带着两具尸体回乡。《文城》特意与《圣经》故事形成一种

互文关系，置换了文化语境后的中国民间，散发着人最朴素的善，也正是因为善，悲剧显得更苦。《文城》

的结局是这样的：“车轮的声响远去时，田氏兄弟说话的声音也在远去，他们计算着日子，要在正月初一

前把大哥和少爷送回家中。”［１］３４８这样的收尾将全文回溯到了“离乡—还乡”的结构中，鲁迅的影子在这

里浮现。由此，宗教故事与乡土叙事糅合在一起，来自历史的声音伴随着死亡气息飘荡在乡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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